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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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模块化价值网络是以动态分工和价值共创为基本特征的企业共生模式，是基于企业的模块化设计和模块化整合而形成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表现出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探讨价值网络形成及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能力和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价值网络共生通过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网络位势不仅显著调节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而且对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据此，结合当前产业发展背景，为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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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on Firm Performanc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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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mode of enterprise symbiosis, modular value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labor and value co-creation. It is a new form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modular design and modular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It plays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mode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value network,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method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mbiosis of value network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compete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e symbiosis of value network has an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firm competence. In addition, it has shown that network potential has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se interactions. Network potential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gulates the direct effect of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and firm competence,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and firm performance, but also has a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irm competence which is between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and firm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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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系统化、网络化和生态化是现阶段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动态分工和价值共创为基本特征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价值网络开始出现并表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实施业务聚焦战略进行资源整合、流程重组、结构优化，以技术、流程、产品或服务、组织结构的模块化设计，将自身打造成为基于核心能力要素的价值模块，通过与其他众多模块化企业进行基于核心能力要素互补的强强联合，形成资源共享、价值共创、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价值网络共生系统，最终实现经济收益的有效提升。
价值网络共生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加速了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价值网络共生模式以客户价值需求为导向，进一步缩短了需求端和供给端的距离，利用通用模块灵活性组装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通过提高顾客价值创造实现对市场的扩张。其次，价值网络以其特殊的共创、共享、共担、共赢的共生机制，显示出强劲的环境适应性和市场竞争能力，通过企业之间松散耦合机制促进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流动和整合，进而推进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再次，价值网络共生打破了传统产业集群的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布局与资源布局的协调发展，使价值创造的不同模块充分利用本地的区位优势以提高创新效益和生产效率，形成模块化虚拟再整合产业组织模式。最后，价值网络共生模式打破了产业之间的壁垒，加强了不同产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跨产业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机制，推进不同产业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在增强产业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产业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进而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使资源配置向信息、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实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跃迁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的序幕已然拉开，如何帮助我国企业在产业革命中抢占未来产业变革的先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赋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关于价值网络共生模式的研究正是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指导企业经营决策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鉴于此，本文为了探索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剖析企业价值网络共生模式的形成机理及其运行机制，在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价值网络共生、企业能力、企业绩效和网络位势的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同时，设计相应的调查量表收集样本数据，进一步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明确企业能力的中介效应以及网络位势的调节作用，以期揭示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并为我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
价值网络是由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价值创造、转移、分配和利用的关系及结构，其本质是在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模式下，通过一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机制以及相应的治理框架，由价值链上不同价值环节具有互补专用性资产的企业及其相关利益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形成的具有交互、进化、扩展和环境依赖的生态特性，且独立于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的管理形式与合作关系的治理结构[1]。价值网络是以顾客价值需求为战略出发点，运用并购、外包、战略联盟等多种途径构建的价值创造和价值管理体系，价值网络结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控制性股权网络，另一种是通过签定长期契约而形成的非控制性的契约网络[2]。价值网络包括企业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顾客以及竞争对手，这些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之间通过特定的方式建立起直接或间接联系，互为依存、彼此联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价值网络也被称为价值星系、价值创造生态或价值生态系统[3]。
随着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提高，企业必须摒弃线性思维方式，用网络思维思考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企业以核心竞争能力为基础对业务流程、能力要素、组织结构进行重组，以模块设计和模块整合嵌入到价值网络中，企业组织的模块化是对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扬弃[4]。价值网络的构建突破了传统价值链上价值活动顺序分离的机械模式，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的各个环节、不同主体按照整体最优的原则相互衔接、融合、互动，最终的顾客价值是由每一个网络成员创造并由价值网络整合而成。Allee[5]认为，价值网络为价值在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价值创造与价值传递。
价值网络的基本组成结点最终归结为企业与顾客，价值网络的活动是围绕顾客需求展开的，顾客是价值创造的主体，通过需求的满足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6]。顾客价值创造与企业价值实现并不是单维的链式交易过程，而是由多个网络成员、多条价值链的交互作用构成的多维交易，在这个过程中，顾客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是中心化的，这是价值网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7]。价值网络缩短了企业与顾客的距离，企业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市场需求变化的信息，增强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而且通过与顾客间的关系维护与互动能够提高产品和附加产品所创造的价值[8]。
模块化组织的出现和价值网络的形成，改变了企业竞争能力的决定因素以及市场竞争格局，企业竞争能力的强弱取决于企业是否融入价值网络以及对所在价值网络的理解与适应，竞争格局已经由企业间竞争演变成价值网络之间的竞争[9]。价值网络形成了单一企业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了企业单独行动难以达到的收益水平。周煊[2]认为价值网络具备五种竞争优势效应：一是网络经济效益，价值网络能够为顾客提供更为丰富的价值组合；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通过降低顾客总成本以提高顾客让渡价值；三是风险对抗效应，通过降低企业内外部风险，保证顾客稳定的价值让渡；四是粘滞效应，即提高顾客的忠诚度；五是速度效应，价值网络能够快速响应需求变化，节约了顾客时间。整体性的运作机制和高效率的治理结构是价值网络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绩效的提升是竞争优势效应的直接的体现。价值网络是不同网络成员核心能力要素的最优组合，强调所有价值主体的竞争优势，价值网络通过供应链管理使网络成员企业获得包括规模化经济、范围化经济、专业化经济、集群化经济、学习化经济和网络化经济在内的模块化经济[10]。刘国亮等[11]认为单独价值创造和联合价值创造是基于价值网络共生的企业价值创造的两个层次，联合价值创造大于单独价值创造之和，企业的价值获取取决于更为复杂的联结顾客及其他参与企业间的网络协作。简言之，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是基于网络成员的协同效应实现的，通过协调、整合网络成员的核心能力要素，实现价值溢出效应，网络成员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租金。
价值网络将各种资源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中，模块化企业跨越组织边界实现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的整合，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的协作、创新和竞争，既增强了价值网络的整体竞争能力，同时也为成员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拓展了企业的成长空间，企业通过有效利用网络资源实现自身价值增长，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王晓辉[12]通过构建“价值网络——知识转移——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从知识转移角度运用实证方法验证了价值网络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认为模块化价值网络的结构和关系特性促进了成员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各成员企业通过知识认知、知识获取和知识吸收的最佳实践设计来实现协同网络驱动下的知识与价值的循环整合和螺旋上升，从而提升企业绩效。金永生等[13]在探索网络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且价值共创在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此外，吴晓云和张欣妍[14]从价值网络合作创新角度验证了价值网络合作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indström和Kowalkowski[15]认为价值网络的创新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新市场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价值网络共生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1.2 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
价值网络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边界，使组织边界更具渗透性，企业对资源的利用与整合超出了边界的限制。价值网络是核心能力的集大成者，企业以价值模块的形式融入价值网络，通过利用网络资源，强化自身核心能力，扩大企业能力边界，企业借助价值网络实现自身能力的无边界成长[16]。罗珉[4]认为基于价值网络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通过业务核心化和业务模块化反映出来的，模块化企业在经营实践中不再局限于已拥有的核心竞争能力，而是通过价值网络来充分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模块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可以覆盖与之相关的所有价值网络，使的企业能力边界急剧扩张。价值网络集结了一系列专业化分工的模块化企业，灵活、开放的网络关系是基于企业核心能力动态组合而形成的。价值网络的模块化分工和治理模式，要求每一个成员至少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能力，系统主导者专注于“看得见信息”的开发，模块生产者致力于“看不见信息”的封装，原价值链上的各个生产环节被模块取代，模块外在差异性减少的同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增加，促使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力量加强，市场结构从垄断竞争逐渐向寡头垄断演化[17]。
王婷婷和康蓉[18]将价值网络的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分为两个方面，即内生性优势和外生性优势，内生性优势是企业核心能力与知识及其增长，而外生性优势是企业之间核心能力与知识的互补及其协同。价值网络促使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潜力最大程度释放，为网络成员提供了优势资源的最大使用范围，企业在网络平台中通过核心能力和知识的互补与共享，在企业内部要素和网络资源的共同驱动下，将外生性优势内生化，进而实现自身核心能力与知识的增长。此外，周煊[19]从企业价值网络竞争优势的内生性角度，认为价值网络是企业核心能力和异质性资源的强化平台、调整平台和保护平台，网络成员的核心能力依靠良好的网络关系结构相互渗透，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价值网络对企业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在理论分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有一部分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做了积极的探索。譬如：田家欣[20]提出并检验了网络视角下集群企业能力构建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本地网络中的集体效率（包括知识扩散和企业间合作）均对集群企业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杨丹辉[21]以医药行业为例，研究了产业价值链分解不断深化和价值链全球优化配置的背景下，外部网络与企业核心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包网络的构建和管理是大型医药企业培育核心能力的新途径。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价值网络共生正向影响企业能力

1.3 企业能力与企业绩效
价值网络将成员企业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汇集在同一个价值系统中，提升能力和获取资源是企业加入价值网络的一个主要动力。基于价值网络的企业能力，也被称为网络能力或网络化的能力，是网络企业识别、构建、维持、管理和优化网络关系以及利用网络关系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网络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Möller和Halinen[22]将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愿景能力、网络管理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等四种能力；而Ritter和Gemünden[23]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的技术特性，将网络能力分为网络任务执行和网络管理资格。他们对网络能力的界定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王婷婷[24]将企业网络能力定义为“企业识别网络机会，判断预测网络发展变化，创造社会网络，基于企业内部资源基础平衡知识分布、协调内外关系共同创造价值的能力”。王鹏耀[25]通过对网络能力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为了形成竞争优势掌控、利用和开发外部网络关系的能力，是具有动态性、层次性的战略能力。”
企业网络能力越强，企业对资源的获取、整合与利用的效率就越高，进而企业就能获得越多的生产者剩余。换言之，网络能力的增强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网络能力是网络企业价值增长的源泉。关于网络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王婷婷[24]将基于开放式创新背景，将企业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战略能力、网络过程能力、网络知识能力以及网络关系能力，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网络能力能过够有效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王鹏耀[25]在分析了企业网络能力通过网络位置和吸收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假设检验，发现企业网络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网络位置和吸收能力表现为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王建平和吴晓云[26]探讨了价值网络创造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关系，认为价值网络创造能力是网络企业识别机会和价值属性，并将价值属性转变为利益属性进而产生价值增值的能力，通过以273家高技术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网络价值创造能力越强，越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吴晓云和张欣妍[14]从技术能力、市场导向和整合能力等三个维度考察了企业能力，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以及价值网络合作创新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企业基于核心能力进行重构，通过构建能力型的价值模块参与价值网络分工，并利用价值网络共生模式强化自身核心能力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最终表现为企业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1.4 企业能力的中介作用
企业的优势资源和核心能力整合带来的收益增加，是价值网络形成的根本性因素，网络成员通过网络协作产生协同效应，使得网络创造的整体价值远远大于各企业单独从事生产活动时的价值总和，这种收益的增加势必会促使企业选择参与价值网络[18]。价值网络的形成促进了企业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渗透与融合，构建了一个区别于纯粹科层和纯粹市场的中间组织结构，为企业提供了具有高度正外部性的直接环境。网络成员通过“面对面”合作与“背靠背”竞争，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与生产成本和外部的交易成本与协作成本，而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效用和激励效能。价值网络共生模式有利于企业的自我生存、自我演化和自我进化，企业能力在开放的网络环境和紧密的耦合关系中实现升级，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经营绩效。李海舰和袁磊[16]认为价值网络这种产业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业能力边界的成长空间，提升了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使企业可以通过有效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快速增长。刘璐[27]从网络结构特征和网络关系特征两个方面对价值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对企业吸收能力概念的分析将其细化为认知价值、获取资源、理解内化和开发利用等四个维度，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价值网络对企业盈利绩效和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影响，而企业吸收能力在价值网络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价值网络通过优化企业能力实现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5 网络位势的调节作用
位势理论来源于物理学，描述的是物体由于处于某一位置而具有的势能。价值网络中企业由其自身能力以及拥有或控制的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决定的势能，这种势能称为企业的网络位势，体现为企业在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与势力。张慧等[28]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网络位势定义为：“企业由于自身能力及占用或控制的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在企业网络中具条的地位和势能，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关系网络中拥有的资源票赋、所处的位置以及与网络内其它企业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网络位势的内涵细化为网络位置中心性、网络关系紧密性和网络资源丰富性等三个方面。企业的网络位势越高，对资源的获取、控制、吸收和转化能力就越强，导致资源更容易从低位势企业流向高位势企业，高位势企业通过整合与利用更为丰富的资源，进而形成更高的位势。网络位势包括网络关系位势和网络结构位势，网络关系位势由企业网络关系的丰富性和关系的质量决定，网络结构位势是指企业所占据的网络位置而获得的对网络资源的控制优势[29]。
企业在价值网络中位势的高低是影响其资源获取效率和能力的关键性因素。在价值网络中，位势高的企业处于中心化的位置，在获取资源的数量、质量、范围和效率方面均明显高于边缘化的低位势企业，同时高位势对能够其他企业的资源获取产生一定程度的控制，进而拥有了对资源获取的相对权力。具有较低网络位势的企业通常被动地融入价值网络，并且获取局部的网络资源和网络价值；企业可以通过虚拟整合构建自主的价值网络，获得较高的网络位势，不仅可以是企业摆脱被动分工的困境，而且可以获得更大的网络价值[11]。刘闲月[29]基于知识扩散的角度，认为企业网络位势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获取创新资源和知识扩散的方式及能力相异，企业应该通过建立和利用各种关系，丰富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提高自身的关系位势，以获取更多高质量的资源，并在这些关系的分布中占据有利的结构位势，提升网络能力。在模块化价值网络中，依据各网络成员企业网络位势的相对高低，可以将网络成员分为模块集成商和模块供应商，其中模块供应商又包括核心模块供应商和外围模块供应商[30]。
企业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企业网络位势的高低，而网络位势的提升直接表现为企业能力的强化，最终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张慧等[28]从组织学习视角构建了网络位势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网络位势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分别反映在网络位势的三个维度上：首先，企业的网络位置中心性越强，企业从价值网络中搜寻资源的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实施创新活动；其次，企业的网络关系紧密性越强，表明企业拥有交互频繁、关系稳定的合作伙伴，这有利于隐形知识的企业间转移，进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网络合作创新；最后，企业的网络资源丰富性越强，体现了企业内部的资源禀赋及网络资源的丰富性越强，企业创新活动就越有保障。此外，王永贵和刘菲[31]将价值网络中各成员企业在资源获取上能力的明显差异归因于企业在网络中位置的不同，并对网络中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企业网络关键结构属性的网络中心，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和知识优势，并提高了对组织间协作和有形物质支持等多样性资源进行交换的能力，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网络位势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价值网络中成员企业能力和绩效的提升，而且使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网络位势正向调节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
H5b：网络位势正向调节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之间的直接效应
H5c：网络位势正向调节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所描述的变量之间关系，本文所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能力中介作用和网络位势调节作用的假设模型图


2、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技术企业，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数据，通过实地发放和网络填写相结合的方式，累积发放问卷450份，回收346份（回收率为76.889%），剔除答题不完全、不规范等无效问卷42份，得到有效问卷304份（有效率为87.861%）。问卷整体有效回收率为67.556%。在对有效问卷整理的基础上，对研究样本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1。结果表明，研究样本的分布特征合理，保证了研究数据的科学性。
















表1 样本的特征分析
	样本特征
	样本量（个）
	百分比（%）
	样本特征
	样本量（个）
	百分比（%）

	学历
	高中/中专及以下
	19
	6.25
	产权
	国有或国有控股
	75
	24.671

	
	专科
	58
	19.079
	
	民营
	174
	57.237

	
	本科
	154
	50.658
	
	外资
	11
	3.618

	
	硕士及以上
	73
	24.013
	
	中外合资
	15
	4.934

	职务
	高级管理人员
	63
	20.724
	规模
	其他
	29
	9.539

	
	中层管理人员
	71
	23.355
	
	100人及以下
	32
	10.526

	
	基层管理人员
	96
	31.579
	
	101至500人
	85
	27.961

	
	基层员工
	74
	24.342
	
	501至1000人
	96
	31.579

	部门
	市场、销售
	65
	21.382
	
	1000人至2000人
	53
	17.434

	
	生产、采购
	68
	22.368
	
	2000人以上
	38
	12.5

	
	技术、研发
	62
	20.395
	地域
	东部地区
	118
	38.816

	
	管理、企划
	47
	15.461
	
	中部地区
	112
	36.842

	
	物流、运输
	20
	6.579
	
	西部地区
	58
	19.079

	
	行政（人力、财务等）
	34
	11.184
	
	东北地区
	12
	3.947

	
	其他
	8
	2.632
	
	港澳台地区
	4
	1.316

	行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90
	29.605
	行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47
	15.46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82
	26.974
	
	医药制造业
	16
	5.263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56
	18.42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13
	4.276

	总计
	304
	100
	——————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测量量表均来源于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同时在本领域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背景和预调研结果，对量表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完善。四个关键变量（包括价值网络共生、企业能力、企业绩效以及网络位势）的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七级量表对该题项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进行打分，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为非常同意。各变量测量量表的题项如表2所示。
（1）价值网络共生（VN）的测量。本研究主要借鉴朱秀梅等[32]用于测量网络导向、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的量表以及王建平和吴晓云[26]用于测量垂直竞合战略和水平竞合战略的量表，结合本研究实际背景，对相关测量题项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价值网络共生的测量量表，包括7个题项。
（2）企业能力（FC）的测量。对企业能力的测量主要根据耿新和张体勤[33]对组织动态能力的测量，包括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两个方面，与此同时，结合了宁靓等[34]从员工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能力、网络学习能力、环境适应性能力、跨界融合能力和外部资金获取能力等维度测量企业能力，形成了本研究关于企业能力的测量量表，采用7个题项来测量企业能力。
（3）网络位势（NP）的测量。张慧等[28]从网络位置中心性、网络关系紧密性和网络资源丰富性三个维度对网络位势进行了测量，本研究延续这样的测量方法，并结合王永贵和刘菲[31]对网络中心性的论述和测量，用6个题项衡量本研究的网络位势。
（4）企业绩效（FP）的测量。现有研究关于企业绩效的测量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量表，根据研究的现实情境，本研究充分借鉴了金永生等[13]、吴晓云和张欣妍[14]、王永贵和刘菲[31]、朱秀梅[32]等人开发的关于企业绩效的测量量表，用6个题项来衡量本研究的企业绩效。
（5）控制变量的测量。本研究将企业所有权类型（Own）、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所在区域（Area）等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区域也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譬如：曾铖和郭兵[35]、石建中[36]、徐彪等[37]通过实证分析，分别验证了这三个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影响。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本研究将这三个控制变量的测量作如下设计：企业所有权类型划分为5类：1表示“国有或国有控股”、2表示“民营”、3表示“外资”、4表示“中外合资”、5表示“其他”；企业规模用企业员工总人数来衡量：1表示“100人及以下”、2表示“101至500人”、3表示“501至1000人”、4表示“1000人至2000人”、5表示“2000人以上”；企业所在区域亦包括5类：1表示“东部地区”、2表示“中部地区”、3表示“西部地区”、4表示“东北地区”、5表示“港澳台地区”。

3、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4.0和Amos24.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包括：对变量的测量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使用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是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而进行初步设计的，充分借鉴了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并根据我国情境和预调研结果对量表题项做了适当调整，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运用SPSS24.0和Amos24.0软件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利用SPSS24.0软件分别计算了价值网络共生、企业能力、网络位势和企业绩效等四个变量的Cronbach’s α值，最小值为0.879，这说明这四个变量的信度良好。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在0.884和0.910之间，整体接近0.900的理想水平；各变量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均达到了Sig.=0.000的高度显著，且总方差累计解释量最低为60.382%，超过50.00%的最低标准。运用Amos24.0软件计算了各变量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SFL，所有SFL的最小值为0.673，远大于0.300的最低标准；进一步计算了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CR均大于0.900，AVE均超过0.600，分别高于0.700和0.500的检验标准，说明各变量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此外，如表3所示，所有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具有很好的区别效度。更进一步地，计算了模型的拟合指标，结果显示：卡方与自由度比值CMIN/DF未超过3.000，GFI、AGFI、CFI、IFI和TLI均大于0.900，RMR、SRMR和RMSEA均保持在0.080的水平以内。综合上述，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2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SFL
	AVE
	CR
	α
	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价值网络共生(VN)
	1、企业具有构建和利用网络的意识，且拥有众多直接相关联的合作伙伴
	0.796
	0.667
	0.933
	0.916
	KMO=0.910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1305.825
Sig.=0.000
总方差解释累积为66.693%

	
	2、企业能够判断不同伙伴关系的发展潜力与价值，并清晰自己的位置与作用
	0.808
	
	
	
	

	
	3、企业积极搜寻并结识潜在合作伙伴，利用不同策略与之加强联系并建立关系
	0.820
	
	
	
	

	
	4、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匹配程度、依赖程度、信任程度非常高
	0.848
	
	
	
	

	
	5、企业与合作伙伴在研发、设计、生产等环节进行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共享
	0.816
	
	
	
	

	
	6、企业与网络伙伴定期讨论如何互相支持，创造性地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和冲突
	0.832
	
	
	
	

	
	7、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初期设计和开发阶段就设身处地为网络伙伴着想
	0.797
	
	
	
	

	企业能力(FC)
	1、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能够迅速调整发展策略以占据潜在新市场
	0.777
	0.604
	0.914
	0.888
	KMO=0.897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1060.174
Sig.=0.000
总方差解释累积为60.382%

	
	2、企业具有很强的网络学习能力，体现为对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吸收能力
	0.755
	
	
	
	

	
	3、企业具有很强的柔性生产能力，能够快速调整产品和服务以及重组业务流程
	0.827
	
	
	
	

	
	4、企业具有很强的资源获取能力，能够有效整合外部网络资源以优化自身资源
	0.771
	
	
	
	

	
	5、企业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够通过资源、策略调整快速应对环境变化
	0.779
	
	
	
	

	
	6、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即对新技术的识别、引进、开发、学习和评价
	0.673
	
	
	
	

	
	7、企业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内部资源跨部门、跨团队共享，形成高效协作
	0.847
	
	
	
	

	网络位势(NP)
	1、企业处于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从事技术复杂度和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生产环节
	0.805
	0.630
	0.911
	0.879
	KMO=0.884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860.852
Sig.=0.000
总方差解释累积为62.950%

	
	2、企业积极研发创新，拥有一大批知识产权，控制着一些尖端或垄断性技术
	0.834
	
	
	
	

	
	3、企业在合作网络中是系统设计者、规则拥有者、标准制定者或行业领导者
	0.780
	
	
	
	

	
	4、企业在合作网络中保持长期稳定的网络关系，与众多合作伙伴交往紧密
	0.770
	
	
	
	

	
	5、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多企业希望合作或获得技术等支持
	0.794
	
	
	
	

	
	6、企业的经营行为或经营策略发生变化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很大影响
	0.776
	
	
	
	

	企业绩效(FP)
	1、企业对目前的市场份额很满意
	0.846
	0.657
	0.920
	0.894
	KMO=0.890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983.546
Sig.=0.000
总方差解释累积为65.685%

	
	2、企业对目前的销售额很满意
	0.792
	
	
	
	

	
	3、企业具有很高的利润增长率
	0.859
	
	
	
	

	
	4、企业具有很高的顾客需求响应速度
	0.822
	
	
	
	

	
	5、企业具有很高的顾客满意度和社会声誉
	0.768
	
	
	
	

	
	6、企业具有很高的产品和服务研发与生产效率
	0.771
	
	
	
	

	CMIN=836.456，DF=293，CMIN/DF =2.855，GFI= 0.949，AGFI=0.912，RMR=0.048，SRMR=0 .032，RMSEA=0.061，CFI=0.963，IFI=0.964，TLI=0.945


注：SFL为标准化因子载荷，AVE为平均方差提取量，CR为组合信度，α为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值。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3给出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价值网络共生、企业能力、网络位势和企业绩效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666，p＜0.001），价值网络共生与网络位势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642，p＜0.001），价值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702，p＜0.001），企业能力与网络位势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635，p＜0.001），企业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689，p＜0.001），网络位势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635，p＜0.001）。本文的模型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需要对理论假设做进一步的验证。此外，作为控制变量的企业所有权类型（Own）、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所在区域（Area）与本文的4个关键变量存在一定的显著关系：企业所有权类型、企业所在区域均与4个关键变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0），企业规模与网络位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0）。因此，在假设检验过程中，对这三个变量进行控制是有必要且合理的。
另外，本文运用Lindell和Whitney[38]的方法对问卷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选择一个理论上与其他变量不相关的被试者性别（Sex）作为标记变量，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被试者性别与其他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用该标记变量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中最小的正相关系数（r=0.014）作为共同方法偏差的估计，对其他变量之间原有的相关系数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相关系数如表3中对角线右上方的数据。通过对比发现，调整前后的相关系数显著性保持不变，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此外，为了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中的最大值为1.610，VIF均显著小于10.000，同时容差（1/VIF）均显著大于0.100，说明本研究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bookmark: _GoBack]
表3 描述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Own
	Size
	Area
	VN
	FC
	NP
	FP

	Own
	
	-0.153**
	0.128*
	-0.189***
	-0.227***
	-0.153**
	-0.171**

	Size
	-0.151**
	
	0.014
	0.048
	0.088
	0.125*
	0.101

	Area
	0.129*
	0.023
	
	-0.163**
	-0.178**
	-0.164**
	-0.136*

	VN
	-0.188**
	0.052
	-0.158**
	
	0.666***
	0.641***
	0.702***

	FC
	-0.226***
	0.093
	-0.171**
	0.666***
	
	0.634***
	0.689***

	NP
	-0.153**
	0.129*
	-0.159**
	0.642***
	0.635***
	
	0.634***

	FP
	-0.170**
	0.104
	-0.132*
	0.702***
	0.689***
	0.635***
	

	Sex*
	0.014
	0.099
	0.090
	0.051
	0.059
	0.043
	0.033

	Sqrt. AVE
	——
	——
	——
	0.817
	0.777
	0.794
	0.811

	平均值
	2.174
	2.934
	1.921
	5.626
	5.795
	5.69
	5.666

	标准差
	1.146
	1.173
	0.923
	1.001
	0.847
	0.971
	0.971

	N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注：对角线下方的数据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上方的数据为考虑共同方法偏差后调整的相关系数。Sex*为被试者性别，作为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的标记变量。***，**，*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双尾检验）。




表4 多重共线检验结果
	变量
	VIF
	1/VIF

	Own
	1.088
	0.919

	Size
	1.075
	0.930

	Area
	1.047
	0.955

	VN
	1.410
	0.709

	FC
	1.238
	0.807

	NP
	1.610
	0.621



3.3 假设检验
3.3.1 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如表5，模型1至模型4是以企业能力为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2包含控制变量和价值网络共生，用于检验假设H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价值网络共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能力（β=0.725，t=18.619，p＜0.001），假设H2得到了支持。
模型4包含了控制变量、价值网络共生、网络位势以及价值网络共生与网络位势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价值网络共生与网络位势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β=0.246，t=5.096，p＜0.001），说明网络位势能够显著正向调节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之间的直接效应，假设H5b得到支持。
模型5至模型10是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模型6和模型7分别包含了控制变量和价值网络共生、控制变量和企业能力，用于检验假设H1和H3。模型6和模型7的回归结果分别表明：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821，t=24.636，p＜0.001）、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812，t=23.061，p＜0.001），于是验证假设H1和H3成立。
模型10包含了控制变量、价值网络共生、网络位势以及价值网络共生与网络位势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价值网络共生与网络位势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β=0.387，t=9.211，p＜0.001），说明网络位势能够显著正向调节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假设H5a得到支持。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网络位势的调节作用，本文进一步对网络位势的调节效应做简单斜率分析，如图2和图3。图2展示了网络位势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图像显示：无论网络位势水平高低与否，对应的直线斜率均为正，而且高水平的网络位势具有较大的斜率，这说明网络位势增强了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同时这种增强作用随着网络位势的提高而被强化。图3则展示了网络位势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其简单斜率分析表明：网络位势增强了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而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网络位势的提高而增强。



表5 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FC
	FP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Own
	-0.197***
（-3.472）
	-0.071
（-1.930）
	-0.112**
（-2.890）
	-0.073*
（-2.130）
	-0.143*
（-2.484）
	-0.007
（-0.210）
	0.017
（0.480）
	0.023
（0.763）
	-0.057
（-1.449）
	-0.008
（-0.263）

	Size
	0.067
（1.188）
	0.043
（1.211）
	-0.016
（-0.425）
	0.017
（0.501）
	0.085
（1.488）
	0.060
（1.820）
	0.031
（0.893）
	0.041
（1.415）
	0.000
（0.009）
	0.040
（1.265）

	Area
	-0.148**
（-2.636）
	-0.043
（-1.198）
	-0.041
（-1.064）
	-0.026
（-0.767）
	-0.116*
（-2.033）
	-0.003
（-0.091）
	0.004
（0.125）
	0.015
（0.519）
	-0.007
（-0.185）
	0.011
（0.356）

	VN
	
	0.762***
（20.922）
	
	0.516***
（9.761）
	
	0.821***
（24.636）
	
	0.499***
（10.734）
	
	0.630***
（12.768）

	FC
	
	
	
	
	
	
	0.812***
（23.061）
	0.423***
（8.997）
	
	

	NP
	
	
	0.725***
（18.619）
	0.366***
（7.005）
	
	
	
	
	0.737***
（18.677）
	0.294***
（6.030）

	VN×NP
	
	
	
	0.246***
（5.096）
	
	
	
	
	
	0.387***
（9.211）

	R2
	0.076
	0.625
	0.572
	0.678
	0.048
	0.686
	0.658
	0.753
	0.561
	0.720

	ΔR2
	0.076
	0.549
	0.496
	0.601
	0.048
	0.638
	0.609
	0.705
	0.512
	0.671

	DW
	1.690
	2.122
	2.103
	2.176
	1.755
	1.694
	1.756
	1.725
	1.721
	1.738

	F
	8.219***
	124.571***
	99.933***
	104.452***
	5.088**
	163.259***
	143.524***
	181.721***
	95.443***
	127.433***


注：样本容量N=304。***，**，*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相关性显著。括号中数据为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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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网络位势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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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网络位势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3.3.2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39]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本文的中介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检验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总效应，由模型6验证成立的假设H1可知，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总效应显著（β=0.821，t=24.636，p＜0.001）；其次，依次检验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能力的直接效应、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由模型2和模型7分别验证成立的假设H2和H3可知，这两个直接效应分别达到显著水平（β=0.725，t=18.619，p＜0.001；β=0.812，t=23.061，p＜0.001），此时，已经说明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假设H4得到支持；最后，检验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由模型8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8包含控制变量、自变量价值网络共生和中介变量企业能力，而企业能力的回归系数达到0.100%的显著水平（β=0.423，t=8.997，p＜0.001），说明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企业能力的中介作用，运用由Hayes[40]开发的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插件PROCESS v3.3在SPSS24.0软件中进行Bootstrap检验。Bootstrap法是一种从样本中重复取样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涉及总体分布及其参数，因而不要求总体服从正态分布，而是利用样本所推导的经验分布代替总体分布，属于非参数方法；同时，Bootstrap法不仅能够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以及中介效应是否受到显著调节，而且可以检验在调节变量的不同取值水平上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此外，Bootstrap方法的检验效力高于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41, 42]。Bootstrap方法判断中介效应显著性的标准为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即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明显著。本文选择检验效力更高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将Bootstrap样本量设置为5000，并选择95%的置信区间。
表6为企业能力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中介效应的上限和下限之间不包含0（Boot LLCI=0.215，Boot ULCI=0.427），表明企业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Effect=0.313），即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H4成立。此外，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的Bootstrap检验，在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之间亦不包含0（Boot LLCI=0.350，Boot ULCI=0.620），表明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也显著（Effect=0.484）。而且，通过计算，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9.272%和60.728%，进一步说明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作用。

表6 企业能力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484
	0.069
	0.350
	0.620
	60.728%

	中介效应
	0.313
	0.054
	0.215
	0.427
	39.272%

	总效应
	0.797
	0.038
	0.723
	0.874
	


注：样本容量N=304。

3.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不同水平的网络位势对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以及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选择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M-1SD）、均值（M-1SD）和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M+1SD）分别作为调节变量网络位势在三个不同水平的值，检验结果如表7。
当网络位势处于较低水平（M-1SD=-0.971）时，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直接效应的Bootstrap检验在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之间不包含0（Boot LLCI=0.313，Boot ULCI=0.509），表明该直接效应显著；同时，当网络位势处于中等水平（M=0.000）和较高水平（M+1SD=0.971）时，该直接效应的Bootstrap检验依然显著。网络位势低、中、高三个不同水平，分别对应着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直接效应三个不同的效应值，依次为0.411、0.431和0.450。这表明：网络位势不仅对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且网络位势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这也再一次检验了假设H5a的成立。
此外，当网络位势处于不同的水平时，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在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之间均不包含0，说明在不同水平网络位势的调节下，企业能力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的网络位势对应的企业能力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70、0.180和0.191。结果表明，网络位势在不同的取值水平上，价值网络共生通过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网络位势正向调节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位势水平的提高，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增强，也就是说，网络位势水平的提高使得价值网络共生更容易通过提高企业能力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于是，假设H5c得到了支持。




表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NP（W）
	VN（X）--> FC（M）--> FP（Y）

	
	Level
	Value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直接效应
	低NP (M-1SD)
	-0.971
	0.411
	0.050
	0.313
	0.509

	
	中NP (M)
	0.000
	0.431
	0.051
	0.331
	0.531

	
	高NP (M+1SD)
	0.971
	0.450
	0.061
	0.329
	0.571

	中介效应
	低NP (M-1SD)
	-0.971
	0.170
	0.044
	0.097
	0.270

	
	中NP (M)
	0.000
	0.180
	0.043
	0.107
	0.275

	
	高NP (M+1SD)
	0.971
	0.191
	0.047
	0.109
	0.291


注：样本容量N=304。

·4、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价值网络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价值网络共生模式的形成机制及运行机理的分析，构建了“价值网络共生——企业能力——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304份来源于高技术企业的问卷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揭示了在网络位势的调节作用下，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路径，并形成两个方面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能力和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地，价值网络共生通过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企业能力在价值网络共生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且是部分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网络位势作为网络企业关键的网络特性，对上述关系产生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即网络位势不仅正向调节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能力和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关系，而且对包含企业能力中介效应的传递路径显示出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近年来，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物，智能制造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开始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加速推进智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智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价值网络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价值网络共生模式开始呈现出新的演化趋势，以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为基础的运作机制和以开放、有序、智慧、高效为特征的共生环境开始形成，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逐渐成为价值网络共生模式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于是，价值网络共生模式正朝着宽领域、全方位、跨产业、全球化的方向演进，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双向、平衡的网络流动中实现更为有效的聚集，价值网络的数字化、网络化、模块化、虚拟化、集群化、生态化特征更加显著。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高技术产业及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境况，为了指导我国高技术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企业网络能力、提升企业网络位势、更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企业应积极适应全球分工空前细化、企业间协作日益紧密的产业环境，准确把握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通过实施业务聚焦战略，对业务流程、产品或服务以及组织结构进行模块化设计，以模块整合构建或融入价值网络，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企业应对自身价值模块进行动态调整，以提高对价值网络的适应程度。此外，企业还应充分利用价值网络的集群效应和网络效应，通过自身能力与网络资源的有效整合，培育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保证自身在价值网络内部“淘汰赛”式的竞争中获得稳固的地位，并且促进自身经济效益获得持续稳定的增长。
其次，网络成员在妥善处理好彼此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基础上，应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信息、知识、技术的交流与共享，在提高企业网络关系质量和丰富性的同时加强价值网络合作创新，通过自主模块创新与网络合作创新相结合的创新方式，实现关键技术、产品功能、组织结构的全方位创新，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企业应认真洞察市场机会，并借助价值网络的各种能力和资源，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适时构建自身的商业生态系统，以增强对价值网络的控制力，强化自身在价值网络系统的相对权力，努力由网络边缘企业向网络中心企业进而向网络核心企业的突破，实现自身网络位势的跃升。
最后，企业应时刻清晰自身的网络定位不是在价值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通过不断强化核心能力成为网络规则设计商和网络系统集成商，最终占据价值网络结构优化的主导权。企业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系统集成能力，促进本土价值网络的优化与重构，发展网络系统的竞争优势潜力，通过实施蓝海战略和进行全球化布局相结合的方式，突破产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加速本土价值网络融入全球价值网络、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程。进一步地，加强不同产业价值链的交叉融合，通过构建跨产业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提高本土价值网络的竞争优势，逐步推动本土价值网络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渗透，促使我国企业摆脱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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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mode of enterprise symbiosis, modular value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labor and value co


-


creation. It is a new form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modular 


design and modular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It plays a strong role in prom


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mode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value network,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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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


 


performance, and uses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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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孟   华

1

，朱其忠 1,2   （ 1. 云南财经大学   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     [ 摘要 ]   模块化价值网络是以动态分工和价值共创为基本特征的 企业共生模式 ， 是 基于 企业 的模块化设计和模块化整合而形成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方面表现出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探讨价值网络形成 及 运行机理 的基础上，深入 分析了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 机制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 Bootstrap 方法对所 构建 的 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价值网络共生对企业能力和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进一步地，价值网络共生通过企业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 影响 ；网络位势不仅显著 调节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能力、价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而且对企业能力在价 值网络共生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据此，结合当前产业发展背景， 为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 关键词 ]  价值网络共生；企业绩效；企业能力； 网络位势 ；中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on Firm Performance :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MENG Hua 1 , ZHU Qi zhong 1,2   （ 1.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usiness School , Kunming 650221, China   2.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     Abstract:   As a new mode of enterprise symbiosis, modular value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labor and value co - creation. It is a new form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modular  design and modular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It plays a strong role in prom 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mode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value network,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alue network symbiosis o n  firm   performance, and uses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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